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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躍進與困難時期，中國人口大量死亡。對於當時死亡人口的不同估

計，雖各有依據，但是都有缺陷。本文並非提出新的估計，而是從另一角度分

析問題。

一　相關研究與人口資料的局限

到目前為止，研究大躍進與困難時期的人口問題所依據的資料，其來源大

體上有兩類：第一是二十世紀80年代以後的各種追述性調查；第二是政府統計

部門公布的各種歷史人口資料。國外一些學者多採用第一類資料作為推算、分

析的基礎，這些研究用的是回顧性調查資料，方法肯定存在誤差，程度如何是

無法估計的。至於用政府統計部門公布的資料，其研究結果的可信程度也不理

想，因為當時的人口資料存在諸多問題。

大躍進與困難時期的許多統計數位是估計數。根據政府公布的資料，1960年

的中國人口正好比1959年少1,000萬，這顯然是個估計數，但到底是誰估計和如

何估計的，筆者至今沒有見到有人公開說明。

導致資料可靠性出問題的原因複雜，其一是政府行為。例如1959年秋季廣

東省委規定各地死亡率不能超過2%，超過2%要追究地方官員的責任1，這種政

策很可能導致下級官員謊報數字掩飾問題。有的地方明確規定上報死亡人數限

制在20%以內，否則被視為否定「三面紅旗」，而就在這種地方的個別生產小隊的

實際人口死亡率是52%2。

另外一個原因是民眾為了得到多一點的計劃供應物資而多報人口。當時是

計劃經濟，許多物資是按人數供應，多報可以多得。1964年人口普查時查出820萬

多報人口，234萬漏報人口，淨多報586萬人。這種多報人口的情況相當普遍，

困難時期人口損失嚴重的安徽多報162萬人，河南多報116萬人3。據1960年

江蘇鹽城地區進行的人口核查，城鄉都有虛報人口，農村一般虛報3-5%，多的

8-10%，估計全地區虛報14-24萬人4。為了減少糧食供應，1961年廣東省對城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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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進行核實，結果核減了13萬人，大體上相當於當年廣東城鎮非農業人口的

2%左右5。貴州黔南自治州1961年的城鎮人口核查，發現多報13,811人，佔核

查前人口的7.9%，另外全州查出無戶口的1,142人。虛報的目的是為了多拿糧油

供應，虛報的方法是戶口遷出、死亡不登出，以少報多，重複報。青海西寧市

在1.4萬戶居民調查中，發現虛報冒領糧食的有302戶。重慶市在1960年3月查出

黑人口9,188人，浮報冒領12,474人6。這種資料不準確的情況，給這一時期歷史

研究帶來許多困難。

第三個原因是大量的人口流動，導致人口統計資料失實。當時以災民為主

體的盲流構成了流動人口的主體；估計在高峰時期，流動人口總量達到千萬人

左右7。一些外流的人口在原居住地沒有遷出戶口，在遷入地沒有辦理戶口，因

此無法正確統計人口。在局部地區，由於人口遷移量大，不認真分析會產生誤

解。例如四川省西昌縣1961年人口比1958年減少了4,825人，但是扣除掉數萬下

放人員和調入的工人，農業人口實際減少了4.6萬人8。

當年的一些調查報告，其可信程度也參差不齊。例如1960年關於山東省即

墨縣湍灣大隊人口死亡的兩個報告就很讓人深思，有人向山東省委反映該大隊

非正常人口死亡嚴重，即墨縣委與省委駐即墨工作組分別作了兩個調查報告，

縣委的報告是82人死亡，絕大部分是有病、年老而死，工作組的報告是159人死

亡，大部分是因為水腫和生活問題而死9。縣委顯然出於自身利益而文過飾非，

但是如果沒有工作組的報告，歷史真相就可能被湮沒。

從上面的事例中應該明白，企圖從宏觀的角度分析當年的人口損失是很困

難的，因此研究方向應該放在微觀細緻的深入研究。

二　何謂「非正常死亡」

研究大躍進與困難時期，往往涉及「非正常死亡」，可是甚麼是「非正常死亡」

卻沒有明確定義。中國的政府統計部門有「非正常死亡」的統計指標，其內容包

中國有個小故事說，

困難時期有位醫生對

所有病人都只開一味

藥，就是糧食。從這

個故事可知當年許多

疾病是饑荒引起的，

因此一些看似死於某

種疾病的人，其次要

死因可能就是缺乏糧

食。但在官方宣傳照

片（圖）中，民眾卻在

公社食堂享用º不絕

供應的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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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交通意外、自殺、他殺、工傷、災害死亡等bk。在人口學中很少用「非正常死

亡」這一指標，主要是用死因死亡率這一概念，對於多種死因的死亡可以細分為

主要與次要死因等。從科學的角度來看，人口學的方法是更合理的。在中國有

一個廣為流傳的小故事說，困難時期有位醫生對所有的病人都只開一味藥，就

是糧食。從這個故事可以得知當年許多疾病是饑荒引起的，因此一些看似死於

某種疾病的人，其次要死因可能就是缺乏糧食。

「非正常死亡」是一個不精確的概念，又是一個研究大躍進與困難時期廣泛

使用的概念，因此筆者在這Ó嘗試對當年「非正常死亡」做一個界定（要強調的是

這一界定只針對大躍進與困難時期）：（1）直接因饑荒餓死的人口。（2）直接由饑

餓產生的五病，指浮腫、乾瘦、小兒營養不良、非正常閉經、子宮脫垂（有的地

方把後兩種統稱婦女病，而簡稱四病，有的地方把肝病也列入）而死的人口。

（3）被迫害致死的人口。（4）由於饑荒導致身體抵抗力下降，使流行病嚴重爆發

而死亡的人口。（5）工傷意外死亡人口。（6）食物中毒死亡人口。（7）其他被公認

為非正常死亡的人口。

要強調的是，在上述幾類非正常死亡中，只有前三類可以明確為大躍進與

困難時期的結果，其他類非正常死亡在任何時期都存在，只是在大躍進中更加

明顯而已。

貴州省和四川省永州市保留了當時一些年份的死亡原因資料，儘管資料

不完整，但還是可以看出當年的部分情況。貴州在1960-61年間出現人口負增

長，在1959年人口死亡率已經開始大幅度上升，隨.死亡率上升，因疾病和年

老而死亡的人口所佔比重也迅速上升，其原因是這些人在饑荒時是弱者。四川

省永州市陳食鎮的情況是非正常死亡約佔1/3左右，不過在1959與1960兩年，

傳染病死亡佔的比重明顯過高，如果把死於傳染病的大部分人也列入非正常

死亡的話，那麼非正常死亡人口估計約佔半數。由於資料等方面的局限，本

文不可能對各種非正常死亡的死因作全面分析，下面只是就幾種類型作一初

步分析。

「非正常死亡」是一個

不精確的概念，筆者

嘗試對之做一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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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958-63年貴州省死亡人口的死因構成

　　死因構成（%）

　　　　正常 　　　　非正常

年 疾病 年老 嬰兒 小計 事故 其他 合計

1957 24.6 20.4

1958 34.4 29.0 24.9 88.3 4.8 6.9 100.0 25.9

1959 43.6 32.7 18.7 95.0 2.8 2.2 100.0 35.0

1960 88.6

1961 38.0

1962 81.9 14.6 96.5 3.2 0.3 100.0 19.1

1963 73.4 24.8 98.2 1.7 0.1 100.0 28.9

資料來源：貴州省第三次人口普查領導小組編：《貴州省人口統計資料匯編（1949-1984）》（貴州省

人口普查辦公室，1985）。

死亡

人數

（萬人）



62 百年中國與世界

三　饑荒導致的死亡

在困難時期，除了正常死亡之外，大部分死亡都與糧食不足有關，絕大部

分非正常死亡是死於營養不良和過度疲勞。據當時對水腫病死的解剖，發現死

者肝臟縮小，腹中脂肪很少，確認水腫病為綜合性營養不良和過度疲勞bl。但是

今天已經無法準確區分哪些是正常死亡，哪些是非正常的，下面列舉的一些事

例只能給讀者一個輪廓。

河北省：1960年石家莊市對614個生產隊統計，37,567人患浮腫，289人死

亡，同年年底全市8人凍死bm。

黑龍江省杜爾伯特縣1.47萬人患浮腫，佔全縣人口的16.3%，503人非正常

死亡bn。

江蘇省：句容縣1958年4-11月在兩個大隊調查，在死亡的114人中，死於水

腫病、乾瘦病者佔50%，其中21-50歲的青壯年佔35.1%。

安徽省：根據濉溪縣部分生產隊的調查，原有的戶數是638戶，在1960年中

全戶死絕的37戶，佔原有戶數的5.8%，其中有一個生產小組原有23戶人家，全

戶死絕的五戶，佔原有戶數的21.7%；原有人口2,606人，在1960年538人死亡，

佔原有人口的20.6%，其中有一個生產小組原有75人，32人死亡，佔原有人口的

42.7%bo。肥東縣有一個生產隊原有199人，在1960年82人死亡，佔原有人口的

41.2%bp。嶽西縣1960年有19,753人非正常死亡，約佔總人口的7.9%，最嚴重的

地區死亡率為21.8%bq。

山東省：即墨縣一個大隊在1960年1-5月份死亡的130人死因分析，疾病死

亡佔30.0%，因疾病和浮腫雙重原因死亡的佔12.3%，因年老和營養不良死亡的

佔23.1%，因浮腫嚴重而死亡的佔23.8%，餓死的佔6.2%，自殺的佔4.6%br。

湖南省：邵陽地區在1961年19.4萬人非正常死亡，佔總人口的3.4%bs。

河南省：1958年底，據許昌等四個專區統計，15.2萬人有腫病，7,465人死

亡，病死率為4.91%。在死亡率較高的河南省新蔡縣，1959年冬到1960年春，

90%以上的農村居民患有浮腫和營養不良bt。

廣東省：1958年海南昌江縣饑荒，61,704人患水腫，17,850人死亡ck。1959年

海南澄邁縣有2.5萬人患水腫，約佔全縣人口的18%，據該縣的一個公社資料，

在非正常死亡人口中，因水腫而死的佔74%cl。1961年梅縣對4.94萬例浮腫、

在困難時期，除了正

常死亡之外，大部分

死亡都與糧食不足有

關，絕大部分非正常

死亡是死於營養不良

和過度疲勞。當時對

水腫病死的解剖，確

認水腫病為綜合性營

養不良和過度疲勞。

但是今天已經無法準

確區分哪些是正常死

亡，哪些是非正常

的。

　　　表2　1959-61年四川省永州市陳食鎮死亡人口構成 單位：%

　　　　　　正常死亡 　　　　　　非正常死亡

年 傳染病 一般疾病 浮腫 乾瘦 合計

1959 27.8 35.4 25.5 13.3 100.0

1960 27.3 51.6 16.8 4.3 100.0

1961 7.6 56.4 30.8 5.2 100.0

合計 23.6 45.9 23.1 7.4 100.0

資料來源：《陳食鎮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頁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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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瘦、婦科病集中治療，治癒3.38萬例，未能治癒1.56萬例，其中4,691人死亡。

浮腫、乾瘦、婦科病的死亡率是9.5%cm。

廣西壯族自治區：1959年廣西有浮腫、乾瘦等疾病的人數達到100萬，非正

常死亡達到30萬cn。1960年1-3月永福縣蘇橋公社430人死亡，其中正常死亡佔

62.3%，屬於與糧食有關的佔30.4%，餓死的佔7.2%。1960年3月資源縣有438人

死亡，其中非正常死亡佔29%。田東縣1961年三萬多人患浮腫、乾瘦、婦科病，

約佔全縣人口的17%左右，其中1-8月4,614人非正常死亡co，佔人口的2.6%左右。

四川省：江津縣1960年有43,757人患水腫病，1961年則有13,822人，另

381人死亡。

貴州省：1960年習水縣農業人口死亡18,261人，佔農業人口總數的5.3%，

在死亡人口中，青壯年7,424人，佔40.7%。在死亡人口中，浮腫病死亡6,727人，

急性病死亡3,593人cp，如果把上述兩類死亡當成非正常死亡的話，佔死亡人口

的56.5%。

雲南省：1958年雲南省有70多個縣發生水腫病，病人有33.4萬人，4.6萬人

死亡，水腫病人的死亡率13.77%cq。巍山縣1960年死亡人口中，水腫病死亡佔

19.5%，乾瘦死亡佔20.4%，其他疾病死亡佔30.9%，老年死亡佔26.9%，其他原

因死亡佔23%。得水腫病者死亡率為18.19%，得乾瘦病者死亡率為19.55%，得

水腫病、乾瘦病者的死亡率遠高於全縣1960年平均5.032%的死亡率水平cr。

甘肅省：1959年甘肅省浮腫病人9.6萬人，因浮腫致死有2,200人cs。臨夏市

在1959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佔總人口的2.3%，1960年這一比重是5.7%ct。酒泉市

在1960年16.5萬人患水腫病、乾瘦病，佔總人口的41.3%，10,832人死亡，佔總

人口的2.7%。1961年3.2萬人患水腫病、乾瘦病，3,875人死亡dk。玉門市在1960年

3,840人非正常死亡dl，大約佔總人口的2.4%。鎮原縣1959-61年間，8,553人因饑

餓死亡，佔死亡人口的60.3%dm。張掖縣在1959-61年3.72萬人非正常死亡dn，大

約相當於該地1958年人口的10%。

青海省：1960年海西州有浮腫病人4,637人，160人死亡do，死亡率3.45%，

比同年該地全部人口1.16%的死亡率大約高三倍。

上述資料顯得比較零碎，從中很難得出一個結論性的結果，也無法估計全

國因饑荒而得病的人口比重有多少，不過可以得出的結論是因饑荒而得病（特別

是浮腫病）導致死亡的現象相當普遍。這些患病者有多少治癒了，佔死亡人口的

比重如何，湖南省株州市與四川省隆昌縣的情況可供參考。

1960年貴州省習水

縣 農 業 人 口 死 亡

18,261人，佔農業總

人口的5.3%，在死亡

人口中，浮腫病死亡

6,727人，急性病死

亡3,593人，如果把

上述兩類死亡當成非

正常死亡的話，佔死

亡人口的56.5%。可

見因饑荒而得病致死

的現象相當普遍。

表3　1960-63年湖南株州市三病（水腫、婦科、小兒營養不良）醫治情況

年 病人數（人） 治癒人數（人） 治癒率（%）

1960 14,200   2,995 21.1

1961 21,028   5,929 28.2

1962 15,351   7,860 51.2

1963   7,491   5,930 79.2

合計 58,070 22,714 39.1

資料來源：《株州市民政誌》（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頁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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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被迫害死亡

毛澤東當年對一些基層幹部的惡劣行徑曾經批示說：「壞人當權，打人死

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dp，可見一些基層幹部的胡作非為到了相當

嚴重的地步。對於當年被基層幹部打死、迫害死的人數，雖然今天已經無法

統計，但是從下面的一些零星資料中可以推算，這類非正常死亡者數以萬

計，甚至於數以十萬計。死於這種情況的基本上是平民百姓，也有少數基層

幹部，在筆者見到的資料中，被打死的最高級別官員是河南光山縣的一位縣委

副書記。陝西在1958-61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中，自殺佔一半或一半以上dq。

與正常時期比較，當時陝西的非正常死亡明顯異常，例如，1980年中國的非

正常死亡人口中，自殺佔的比例是農村26.6%、城市32.4%dr。當年陝西省是

情況比較好的省份之一，其非正常死亡率尚且如此，其他地區的情況肯定更

加嚴重。

被迫害死亡主要發生在兩個時期：一個是大躍進過程中基層幹部的粗暴工

作作風，導致不少群眾死亡；另一個是1960年大饑荒中部分民眾因饑荒而偷盜

未成熟的莊稼（稱為偷青），有些百姓在反偷青中被打死、整死。下面是部分地

區被迫害死亡的情況：

山西省：壽陽縣在1959年10月29日至1960年1月25日的強迫農民交糧交款運

動中，349人死亡，其中因推打鬥爭死亡和自殺的有197人。

遼寧省：丹東市檢察院在1960-63年間受理私設公堂捆打吊打致死案件24件ds。

阜新蒙古族自治縣在1960年開展喇嘛教肅反運動，先後含冤死亡的喇嘛和群眾

達538人dt。

上海市：市郊的奉賢縣在1958年發生嚴重的捆綁吊打、非法關押群眾現

象，與違法亂紀有關的致死共1,007人，佔該縣人口的0.32%，其中直接被打死的

156人。

安徽省：僅僅在1961年5月中旬就發生在護青過程中，幹部違法亂紀逼死

18人，打死一人，六人自殺死亡，兩名護青人員也被打死ek。鳳陽縣小溪公社私

設的一個勞改隊，關押所有外流人員和撤職幹部，白天監督勞動，晚上戴手銬

關押，結果30多人死亡el。

福建省：1959-61年間福州市郊區一個大隊幹部對近百名人捆打，致死

毛澤東當年對一些基

層幹部的惡劣行徑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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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1960-62年四川省隆昌縣人口死亡與腫病情況

總人口 死亡人口（人） 腫病死亡佔死亡

年 （人） 全部 正常 腫病 人口比重（%）

1960 469,981 19,265 2,987 16,278 84.49

1961 452,154 24,175 3,249 20,926 86.56

1962 450,900 10,006 5,059   4,947 49.44

資料來源：張培宗：〈隆昌縣1960-1962年防治腫病記實〉，《隆昌縣文史資料（11）》（超星數字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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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福州市食雜公司非法批鬥49人，致死一人em。崇安縣在1959年10月到1960年

底的反右傾運動中鬥打1,843人，造成194人非正常死亡，364人致傷殘en。

山東省：山東省在1960年7-8月份的護青過程中，發生各種違法亂紀事件

4,122起，死192人，其中直接打死八人，擊斃民兵11人，173人自殺。

河南省：信陽地區在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間，為了追逼糧食，正式由公

安局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於監獄，短期拘留10,720人，其中667人死在拘留

所。有一個公社團委書記親自打死農民四人，八人被打傷後死去eo。光山縣城關

的高中和初中兩個學校，師生28人被打死和逼死ep。

湖南省：1958年常德縣被吊打鬥爭的幹部群眾40餘起，其中27人自殺死

亡。1960年湘潭市郊的943名黨員中，528名打人，被鬥、打致死和體罰後自殺

的群眾計103人eq。

廣東省：海南澄化縣瑞溪公社在1960年2-10月間，358人非正常死亡，其中

266人水腫，73人自殺，八人被打死和打傷致死，11人因食物中毒而死er。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誌在1959、1960年兩個夏收的不完全統計，有

817人嚴重違法亂紀幹部，受害群眾2,500人，其中69人致死，25人致殘，64人

重傷es。

四川省：崇慶縣在1961年的治安運動中，對當時有偷青吃青、小偷小摸行

為的人進行嚴厲鬥爭，打死和被打者自殺12起et。昭覺縣在1960年的反瞞產私分

運動中，發生自殺和兇殺事件78起fk。豐都縣在1960年的反瞞產運動中被鬥爭和

吊打死的基層農村幹部有476人之多fl。達縣北外鄉有人因反對公共食堂或「犯

錯誤」被扣飯，致死人命多起fm。廣元縣有一家六口，因為被生產隊幹部扣飯而

在一個月內餓死四人fn。

雲南省：雲南對1958-61年間處理的案件複查，發現被冤錯而在勞改隊死亡

的有1,495人fo。保山縣1958年有23人死於肉刑fp，風儀縣風鳴公社被幹部打死

的群眾11人，致殘16人fq。威信縣全縣非正常死亡3,957人，其中餓死1,758人，

捆綁吊打致死705人，逼死223人，其他1,271人fr，如果這個縣在全國有代表性

的話，將是一幅可怕的畫面。

貴州省：1960年貴州赤水縣發生農村幹部到農民家搜查糧食導致衝突的事

件，結果一農民自殺，一農民被追捕身亡fs。

甘肅省：定西縣1959年為了對付春荒，開展反瞞產私分運動，逼死農村支

部書記兩人，鬥爭一萬多人，非法拘留322人，轟打逼死一千多人ft。成縣有兩

個鄉，基層幹部捆綁吊打群眾45人，打死26人，逼迫自殺一人gk。1958年鎮原縣

以縣長為首的1,503人被冤捕入獄，導致333人死於獄中gl。1958年甘肅省臨夏市

以反革命罪拘捕宗教人士和群眾1,492人，判刑314人，教育和無罪釋放878人，

監督生產46人，管制211人，關押死亡43人gm。涇川縣1959-60年的兩個夏收期

間不完全統計，嚴重違法亂紀幹部817人，受害群眾2,500人，其中致死69人，

致殘25人，重傷64人gn。1959年甘肅靜寧縣在反瞞產鬥爭中，非法鬥爭一萬多

人，非法逼死一千多人go。當年該縣人口只有25萬人，如果扣除未成年人後，大

約7-10%的成年人被批鬥。當年該縣1.5萬人死亡，大約7-10%的人是被逼死的。

在1 9 5 9 年冬天到

1960年春天，青海省

民和縣幾乎沒有不打

人的單位，處罰迫害

群眾的酷刑有135種

之多，一名生產隊長

三個月內共打群眾

1 2 0人，被他扣飯

餓死和折磨死的有

36人。從這些資料中

反映的情況，可以想

像實際問題的嚴重程

度。



66 百年中國與世界 永登縣劃右派115人，其中二人自殺，21人勞教，勞教者被送到邊遠荒蕪地區，

每天幹重活，吃不飽，過.非人的生活，大部分人因而死亡gp。

青海省：在1959年冬天到1960年春天，民和縣幾乎沒有不打人的單位，處

罰迫害群眾的酷刑有135種之多，一名生產隊長三個月內共打群眾120人，被他

扣飯餓死和折磨死的有36人gq。

寧夏回族自治區在1960年的「反對壞人壞事」運動中，27,596人被判刑、勞教

和批鬥，導致1,481人死亡gr。

上述情況只是筆者所見到的資料中反映的情況，可以想像實際問題的嚴重

程度。

五　其他非正常死亡的死因分析

顯然不能把所有的正常死亡都直接歸因於大躍進，因為按照非正常的界定

範圍，在任何時候都不可能完全杜絕非正常死亡的發生。從下列的資料中，可

以得出的結論是，大躍進與困難時期這些非正常死亡均有上升。

（1）工傷事故

大躍進形成了新中國建立以來的第一次傷亡事故高峰。如果以1957年全國縣

以上企業因公死亡人數為100，1958年增加了3.39倍，1959年增加了4.84倍，1960年

增加5.92倍gs。從吉林省的情況看，當年的確出現一個工傷高潮。1958年全國工

傷死亡人數高達五萬人，同年因工受傷的有十萬人gt。1958年年底全國職工總數

是5,194萬人，也就是說，這年的工傷死亡率在0.1%左右，這是一個驚人的比例。

如此高的工傷死亡率，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在狂熱的氣氛下，不按照科學規律

蠻幹，導致了許多不應該發生的悲劇，甘肅高台縣僅僅是修建豐渠工程一項就死

民工1,182人hk。四川省蒼旺縣在1958年10月的20天左右時間內，工傷事故52起，

32人死亡，54人重傷。該縣的一個鐵廠在大躍進中共有66名民工死亡hl。

表5　1957-63年吉林省全民所有制企業職工傷亡情況

年  死亡（人）  死亡率（‰） 重傷（人）  重傷率（‰）

1957 123 0.22   127 0.22

1958 227 0.22   174 0.17

1959 372 0.33   306 0.27

1960 493 0.35 1,427 1.23

1961 369 0.31   994 0.84

1962 338 0.36   769 0.82

1963 177 0.19   618 0.65

資料來源：《吉林省誌．勞動誌》，第15卷（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頁46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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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食物中毒

在困難時期的饑荒中發生大量食物中毒事件，主要原因是饑餓的民眾大量

吃野生植物和變質食品。當年在所謂的瓜果代替糧食過程中，估計因食物中毒

死亡的人口可能數以萬計。大躍進的公共食堂管理混亂也是發生大量食物中毒

的根源，管理混亂的集體用餐也容易導致集體中毒。在1960年四川省營山縣就

發生過因社員報復投毒導致40名食堂用餐人員死亡的事件hm。下面是部分地區食

物中毒的情況：

天津市：薊縣在1960-62年間2,672人食物中毒，60人死亡hn。武清縣1960年

4月5,252人食物中毒，40人死亡ho。山西省在1960年1月到3月初就有1,082人食

物中毒，12人死亡。湖北省：應山縣1960年發生1,200多人誤食蒼耳餅中毒

事件，62人死亡hp。廣東省：五華縣1960年5,100人因食用古巴進口受嚴重污

染的沙糖而中毒，五人死亡hq。1960年化州縣發生食木薯中毒5,099人，死亡

166人hr。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在1961年大搞代食品的運動中，6,768人吃野

山薯中毒，死亡五人hs。甘肅省：甘肅省僅僅在1960年的1-4月，發生76起食物

中毒事件，2,697人中毒，175人死亡ht。甘肅臨夏市在1960年897人食物中毒，

37人死亡ik。

（3）流行病

由於饑荒和經濟困難，加劇了流行病的爆發，也加重了流行病的危害程

度。這點從重慶市1959、1963和1968年的比較就可以清楚。從下面一些地區的

情況來看，當時的流行病危害是比較突出。

　　　　　　　　　表6　重慶市部分疾病發病率 單位：1/10萬

年 白喉 痲疹 脊灰 百日咳

1959 18.68 759.04 120.00 117.37

1963 20.40 1131.16 13.03 234.72

1968 0.59 93.32 0.53 14.06

資料來源：《重慶市誌》，第一卷（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頁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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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商丘地區瘧疾

流行，82萬人發病，

1963年瘧疾、傷寒等

病患者達81.9萬人。

1958年甘肅省張掖縣

痲疹1 . 0 6萬例，約

佔全縣人口的3%，

965人死亡，發病者的

死亡率高達9.09%。

安徽省：1960年底到1961年初，馬鞍山市瘧疾爆發，7,778人染病il，約佔

人口的3%。1959-60年間，鳳陽縣農村發病人數達到10.3萬，佔農村人口的

30.7%im。河南省：1962年淅川縣爆發瘧疾，患者達13萬多，約佔全縣人口的

1/3in。沈丘縣1960年發生16種傳染病，患者13.3萬人次io，約佔總人口的20%。

1960年2月鹿邑縣進行醫療普查，43.07萬人中，查出各種疾病患者7.64萬人，佔

17.7%。同年夏秋該縣瘧疾爆發，發病20多萬人，佔總人口的39.4%ip。1959年

淮濱縣痲疹爆發，患者1.3萬人，佔全縣人口的3.4%，165人死亡iq。商丘地區



68 百年中國與世界 1960年瘧疾流行，82萬人發病，1963年瘧疾、傷寒等病患者達81.9萬人ir，這

兩年發病人數超過總人口的10%。湖南省：1958年衡陽地區痲疹、白喉、痢疾、

腦膜炎等流行，近10萬人得病，7,000人死亡is，發病者的死亡率約7%。廣東

省：1959年梅縣地區白喉流行，發病1,656例，252人死亡，發病者的死亡率高達

15.22%it。甘肅省：1958年張掖縣痲疹1.06萬例，約佔全縣人口的3%，965人

死亡jk，發病者的死亡率高達9.09%。

（4）其他

除了上述幾種類型之外，當年刑罰嚴厲，有相當一部分人是被處死的。

雲南耿馬縣在1952-90年的38年間共判處死刑27人，其中在1958-60年的三年間佔

14人jl。江西省黎川縣在1954-90年的36年間共判處死刑16人，其中在1958-62年

的五年間佔六人jm。甘肅天水市在1958-63年間一審共判處277人死刑，其中1958年

一年就判處249人死刑jn。遼寧省丹東地區在1958年判處53名反革命被告死刑，

18名刑事被告人死刑，這年判處死刑的人數在該地區歷史上是比較多的jo。當年

社會相對比較動盪，暴亂時有發生，在暴亂中死亡和暴亂被鎮壓後處決的人口

應該也不少，例如1958年在甘肅廣河、東鄉等地發生的叛亂，有454名幹部和

群眾被殺害，在戰場上被打死的叛亂者1,074人，叛亂平息後，判處死刑並處決

84人jp。疊部縣1958年在平叛過程中，誤傷致死84人jq。1958年雲南祿勸縣一家

工廠發生暴亂，平叛後拘捕117人，刑訊逼供打死24人，打傷致死七人，1987年

復審此案，維持原判26人，改判一人，其餘宣告無罪jr。

從前面的描述分析中，可以對困難時期的非正常死亡有比較清楚的認識。

雖然當年的非正常死亡以饑荒為主，但是形形色色的其他非正常死亡也佔一定

的比例。通過回顧可以推斷當年的饑荒之悲慘和民眾的痛苦程度，但是還不能

回答當年到底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這一個問題。筆者在從事大躍進研究的過程

中，也曾經試圖探討這一問題，並對當年死亡人口的情況作過分析js，但在現有

的資料面前，還不能準確計算當年人口的變動，只能在微觀層次上為將來的研

究作積累性工作。可以肯定的是，當年曾發生二十世紀最大規模的非戰爭狀態

下的人口非正常死亡，雖然今天可以繼續深入探討當年的人口變動問題，但是

更加重要的是從中汲取經驗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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